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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僻处西南主高原山区，生产比较
落后。清代，云南每年的财政收入不到300
万两，而支出高达近600万两。因此，云南
每年的财政支出都要依靠朝廷拨款和邻
省协饷。1911年10月30日云南“重九光复
起义”胜利后，11月3日，昆明起义军民成
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
军都督，从内政、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等
方面采取系列改革行动。但是，此时政府
库存银仅剩40余万两，各省协饷也因爆发
起义而骤停，中央又无财政支持，而维持
各地社会稳定，推行各项改革措施，都需
要大量资金，还要支付援川、援黔、援藏军
事行动的大批军饷物资。面对内忧外患、
财政几近崩溃的绝境，以蔡锷为首的云南
军都督府，立即着手整理财政，制定实施
了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

多措并举广开资金来源

整顿税收。清末的厘税收入，绝大部
分被各级官员和征收官吏扣留。对此，云
南军都督府制定措施，对厘税征收实行
绅商包办制度，由地方绅商将所能征收
到的厘税数目，先交纳一半作为保证金，
到年终厘金交清时，再将保证金退还。为
加强管理，云南军都督府还实行监征制
度，派遣监征员，对厘税征收进行监督，
确保征收到位。经过整顿，云南的税收收
入较往年大量增加。

筹办公债。为摆脱财政困境，蔡锷原
本寄希望于对外筹借，但外国银行集团企
图利用对华借款，借机控制我国各种利
权，蔡锷只好打消这个念头，改为发行公
债来克服财政危机。1912年起，军都督府
正式出台《爱国公债章程》，发行面额分别
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的爱国公
债，总额为500万元，以本省钱粮地丁银作
为担保，十年内分年偿还。公债由富滇银
行经营管理，用途由省议会监督、稽查。为
推广公债，蔡锷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各界
人士购买爱国公债。由于发行的公债并不
支付利息，前后收入才十余万元，尽管数
量不多，也能暂缓当时的财政困难。

开办银行。云南曾设有大清银行，营
业网点仅设于省城昆明。民国建立后，云
南军都督府筹设富滇银行，分别在下关、
昭通、个旧设立分行，发行纸币和银元，开
办存放、抵押、汇兑等业务。据当时的外交
部驻云南特派员调查，该银行的主要贷款
对象为各商号，仅 1913年就放贷 302万
元。富滇银行的开办，对促进云南商业的
发展、稳定市场物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革新盐务。盐课和附捐是云南财政
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政府为加强对盐税
的征收管理，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一是
撤销盐道，将盐务改归实业司管理，并将
原有的课税以及附加的各种税收合并计
算，更名为“盐款”；二是新设督煎、督销
总办等机构，加强对盐务的监管；三是实
行就各盐井征收“盐款”，杜绝侵挪亏欠，
款目繁杂等弊端；四是新开盐井，严禁进

口缅越私盐，省内人民可以自由购买食
盐。改革措施施行后，各地盐井逐渐发展
起来，在 1913年的财政预算中，盐税占
云南财政总收入的23.2%。

振兴矿业。蔡锷力主把发展矿业作
为云南经济开发的重点，认为要发展云
南经济，“非开矿无以辟利源”。军都督府
以开放、保护为宗旨，积极采取各项措
施。一是调查省内资源分布情况，发展重
点企业。通令各地方官员仔细调查当地
矿产情况，将调查结果分为“已开矿山”

“未开矿山”和“已开荒废矿山”三种类
别，以便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开采。军
都督府还在昆明设立矿物化验所、地质
调查所，勘察省内的矿产情况，为冶矿业
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对于个旧锡矿和东
川铜矿两种知名矿产，军都督府重点维
护，加大宣传，促进两大产业的发展。二
是积极引进外资及国外先进技术。向中
央申请资金援助失败后，蔡锷只好努力
引进外资。为了吸引华侨组织公司来云
南开采矿产，军都督府制定《云南矿务暂
行章程》，对华侨公司给予特别保护。蔡
锷向袁世凯及国务院请求，派遣久居南
洋、在华侨中颇有信用的前南京临时政

府司法部部长吕志伊前往南洋和美、澳
等国，招募华侨到云南投资办厂，同时致
电上海华侨联合会，欢迎华侨到滇投资。
云南虽然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由于交
通不便，开采技术落后，内地各省都选择
进口国外矿产。为解决这一问题，蔡锷派
遣实业司副司长前往日本调查实业，购
置机器，提升采矿机械化程度，逐步推进
云南冶矿业的发展。

发展农林工商业。在农业、林业方
面，军都督府实业司成立云南农务总会，
以归化寺、华亭寺的年租作为农务总会一
年的运作经费，推广农业知识，帮助农民
改进耕作方法，协助农民解决生产困难。
在昆明设立农林局，地方设立农林实业
团，订立垦荒、畜牧、森林等相关章程，积
极推广改良后的种棉、制茶法，收到较大
成效。在工商业方面，调查全省工艺出品
和商业状况，设立模范工厂，分为金工、化
工、染织、缝纫、陶瓷、印刷几大类，利用云
南本地的原材料和固有工艺加以制造推
广，整顿商品陈列所，供商家观摩。通过整
顿，云南手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工商业产
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兴旺，市场繁荣。在
军都督府的重视和推动下，民国初年的云
南出现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

严格制定办法节省开支

蔡锷认识到，只求收入之方而不谋
节流之法，只会增加国民负担，而不能有
效缓解财政困境。因此，在努力“开源”的
同时，也严格制定各项“节流”措施。

节减薪俸，裁汰冗员。为节省开支，
蔡锷致电省内各军政长官，要求减少官
员薪水。1912年 1月，蔡锷下令裁减薪
金，并制定减薪办法：上等一级官员120
两，二级120两，三级100两；中等一级官
员 80两，二级 60两，三级 50两；三等一
级35两，二级20两，三级16两。半年后，

蔡锷又提倡并带头进行第二次减薪。凡
政、军、学、警各界除分认爱国公债外，原
薪60两以上的一律减少为60两，以下递
减，目兵薪金暂时不变。据统计，两次减
薪共节省开支 32.8万元和 50万元。同
时，军都督府下令裁撤政府内部的重叠
机构及闲散人员。新政策施行后，云南军
都督府收入支出多有盈余，府库充裕，甚
至援川、援黔、援藏的军费也能够自给。

剔除陋规，提倡节俭。陋规是清代地
方政府不能公开的“灰色”收入，几乎一切
办公费用都在陋规金上开支，给人民增加
了巨大的负担。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严
格规定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一等府厅每
月的公、杂费为450元、二等府厅县为350
元、三等州县为250元，地方收入全数上缴
省垣，革命前所得的陋规必须归公。地方
收取钱粮杂税，须由地方团体、绅士监收。
公务人员不得侵吞缺额饷银，不得请客送
礼，不得受贿和侵吞公款，兼差人员不得
兼薪，不得挪用公款，不准滥行宴会。曾任
云南军都督府秘书官的陈度在《昆明近世
社会变迁志略》一书中回忆，蔡锷规定非
星期日不可宴客，一席之费也不可超过五
元。当时的警察厅长在非星期日宴客，邀
请蔡锷参加。请帖刚送到蔡锷手中，他就
在上面批下“违背功令，罚薪半月”，“闻者
莫不诧异发噱，而奉令惟谨。”这件事发生
后，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在非星期日宴客。
书中还对蔡锷有这样一段描述：蔡都督崇
尚节俭，穿着极其简朴，盛夏惟白纻衫一
袭，袖染墨痕，襟有穿孔，无更易者，军服
亦不华丽。求之近世伟人，不可多得。在蔡
锷的影响下，民国初期的云南政界一时以
廉洁为风尚，政府每年的行政经费竟可以
节省50多万元。

裁撤军队。清政府统治时期，云南不
仅有新军，还有巡防队，每年的军费开支
需 300多万两，占云南财政总支出的一
半以上。云南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迤
西、迤南地区不断招募新兵，援蜀、援黔
又添置了大量军队，军饷耗费数额庞大。
省内安定后，蔡锷下令裁撤军队数十营，
迤西军队裁撤后仅剩7营，每营300人的
编制。援蜀、援黔结束后，又裁撤了30多
营。大规模裁兵后，云南在民国元年、二
年分别节省了 104.65万元和 178.2万元
的军费开支。

蔡锷“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措施，
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制定并实施，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1912年，云南财政不
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结余近 20万元。
在全国动荡、外患未靖的情况下，云南

“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
之严整，实为南北各省之冠”。《昆明近世
社会变迁志略》记载，辛亥革命初期的昆
明，时和年丰，百姓安居乐业，鼓腹含哺，
大有开国盛时气象。著名军事学家蒋百
里也评价辛亥革命初期的云南：“时天下
纷纷，或苦兵，或苦饷，而滇中晏然。”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
史、文献研究所）

腾冲市的腾越来凤书院，是云南书院
史上最早创建的5所书院之一。据《保山地
区教育志》记载：来凤书院于明弘治元年
（1488年），由兵备道赵炯倡议创建，初名
“秀峰书院”，地址在腾冲城内州学前，成
为保山第一所书院。嘉靖年间，秀峰书院
改称“春秋书院”，迁址至学宫右侧，以后，
又改名为“凤山书院”，至清代，再改名为

“来凤书院”。清末，来凤书院改为腾冲县
立高等小学堂，后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
办过师范传习所。随后几经演变，成为今
腾冲一中办学资源的一部分。

腾越来凤书院历经风雨，至清末呈
现出一定规模。肖雄著《明清云南书院与
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中载：“其建筑
规模是：正房书楼三间，两边耳房各两
间，左右厢房各三间，讲堂三间，右建客
厅三间，看伺房三间，八字墙大门三间，
照壁一座，左右院门各一道，周围内外环
以墙两道。就建房子而言，共有 36间。”

“按当时书院的建制，属于比较大的县、
州级书院。”书院定址并成规模为正常办
学，培养人才提供保障。

藏书授学 刻书服务社会

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腾越来
凤书院藏书来源渠道多样，由官府拨款
购置、官员购捐、热心人士义捐和书院购
买、刻印等。《保山地区教育志》载：“地方
热心教育人士及历任官员不断筹资购置
图书、设备，同知黄炳坤也先后拨款5000
两购书，使书院藏书达到3万余卷。”肖雄
著《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
研究》中载：“同知陈宗海捐廉购置群书，
束以夹板，藏之藏书楼橱中。”“陈宗海捐
廉购置的书籍，包括《御纂周易折中》《昭
明文选》《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在
内的图书，共四十部，计一千五百一十一
册。”“腾越厅来凤书院，有刊刻书籍存
板，其中有《圣谕广训》一部、《腾越厅志》
一部、《科场条例》《弟子规》等书籍存板，
随时需要可随时刊印，十分方便。”

用木刻板印制成书籍供应社会之
需，是腾越来凤书院一个时期的重要活

动，突显了其办学的开放性和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我国书院史研究专家陈谷嘉、
邓洪波编著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讲
道：“云南腾越厅（约当今腾冲、梁河、盈
江、陇川、畹町、瑞丽等县市），与缅甸接
壤，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一般的书籍只
能靠厅城（今腾冲）来凤书院刊印供应。
光绪《腾越厅志稿》卷十载‘新刊书籍存
板’目录计有《四时读书乐》（附《九成宫》
等字帖）、《弟子规》《童蒙辑要》（附《小儿
语》）、《字学举隅》《仕宦金针》（附《三圣
劝世文》）、《寻常语》《科场条规》《应验良
方》等，而院中藏书目录所载则有四十种
一千五百十一本……非常明显，来凤所
刊之书不以书院为主要供应对象，而是
向社会提供普遍用书，以满足公众最基
本的文化、教育、卫生生活需求。故此，来
凤书院即可视作腾越全厅的一个出版机
构。”以上内容说明，腾越来凤书院不是

“闭门”授徒，它还关注社会之需，为社会
公众提供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文化产
品，在传播文化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教师辛勤耕耘 培养众多人才

腾越来凤书院的文化传播功能不仅
体现在藏书授学、刻书流传等社会服务
方面，还体现在历任书院山长、主讲的奋
力耕耘及所培养的人才的接续传承方
面。这是腾越来凤书院教育教学、文化传
播功能的一个显著特征，并在很长时间
中形成一个接续的传播链。

在腾越来凤书院历任山长中，赵端

礼实为鸿儒，任来凤书院山长（校长）15
年。赵端礼（1824—1910年），字用甫，号
会楼。清光绪五年（1879年），赵端礼赴省
乡试中举，曾先后授大姚、顺宁等县教
谕，均不成，甘愿回乡做一名老师，为地
方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腾冲历史上的
一代名师。他执教书院时曾说，“为学当
以义礼捡束身心，否则考据虽博，终是为
人之学也”“读书人乃生民立命种子，无
论穷通显晦，需以正人心，维世教，端风
化为己任”。要求学生把“立志、敦品、谨
行、习苦、尚名节、不欺、博学”这七条当
成座右铭。“正人心”“维世教”“端风化”
含义深刻，不失为以文教化之要义。据
《二赵先生教思碑》所载：“腾冲洞山吴邑
赵氏教育世家，有四代人先后掌教腾冲
来凤书院，教泽广被，士林承荫，成材不
可胜记。”“其师教之文献大有鸿篇，然经
兵燹劫乱，所剩无多。幸得赵端礼（会楼）
之孙赵敬业先生于劫乱之馀搜集诸先辈
遗著，将吉光片羽于民国三十二年
（1943）在四川乐山辑纂，用蜡纸钢板手
刻油印成《赵氏家集》传之天壤，以示后
人。”碑阴刻有二赵先生的前后及门弟子
146人的姓名、表字及功名，其中举人 6
人，贡生 35人，生员等 105人。其中赵端
礼掌教时的李根源、张成濂、寸辅清、革
孚言、张映瀛、吴嘉禄等，是来凤书院门
下的代表性人物。

李根源（1879—1965年），曾任北洋
政府农商总长兼国务总理，新中国成立
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李根源曾两度共 8

年时间在来凤书院就读，师承赵端礼。光
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根源16岁时入
腾冲来凤书院读书；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5月，李根源赴省参加乡试，因八国
联军攻陷北京而停考，又回到来凤书院
继续深造。后李根源开办云南陆军讲武
堂、创办陕西师范学校等，弟子遍布南
北。李根源在文献典籍的编纂、金石考
古、游历著文等方面卓有建树，既是知名
学者，也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私家藏书
丰富，著作等身。李根源寓居苏州期间，
在苏州小王山打造了“露天书法博物
馆”。据沈红娣著《李根源与小王山》载：

“李根源在小王山的十年，成就了一座中
国近现代名人书法艺术的露天博物馆，
留下了章太炎、于右任、黎元洪、郑孝胥、
章士钊、沈钧儒、张继、蔡锷、李烈钧、吴
昌硕、张大千等叹为观止的杰作。”

寸辅清（1867—1915 年），又名馥
清，字佐廷，号芝坡。24岁考中辛卯科举
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李根源
同期，寸辅清得官费到日本留学，就读于
东京宏文师范（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回
国后，创设永昌师范学堂，接办腾越高等
小学堂，为滇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寸辅清在任镇南县（今南华县）知县时，
因力保一方平安，成绩卓著，得到嘉奖，
被授予“六等嘉禾勋章”一枚。1915年，
腾冲中学创办，寸辅清调回腾冲，任腾
冲县立中学第一任校长。寸辅清去世
后，李根源先生撰文赞曰：“润富存乡献
（注：杨润富，腾冲古永人，精于史学），
成濂争边土（注：张成濂，和顺乡人，曾为
清朝廷勘察滇缅边界），辅清创学校（注：
辅清即寸辅清），皆有功于梓桑，可以为
腾之士矣。”

办一所书院，撒一片种子，育一批人
才，代代接续成链，传播中华文化。腾越
来凤书院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代代
名师诲人不倦，大批学子接续传承师授
之学和训导，腾越来凤书院文化育人、传
播文化的种子播散在云岭大地上，萌发
生长，枝繁叶茂，为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
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

蔡锷治滇“开源节流”收奇效
面对内忧外患、财政几近崩溃的绝境，制定实施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

曾黎梅

腾越来凤书院的文教传播
办一所书院，撒一片种子，育一批人才，代代接续成链，传播中华文化

吴兴平

诗文云南

“云南在天上”
本报记者 耿嘉 文/图

云南著名学者、清末经济特元袁
嘉谷所撰，考证云南历史文化史的笔
记著作《滇绎》，开卷就对云南的简称

“滇”字，作出精要考证：
滇，颠也，言最高之顶也。《说

文》：“天，颠也。”人之高顶为颠，顶之
最高为天。谚曰：“一日上一丈，云南
在天上。”庄蹻由楚沅水溯流而南及
最高境，因号曰“滇池”“滇池国”。滇
国王、滇王，皆含自大之意。《史记》：
汉使者至滇。滇王问：“汉孰与我大？”
及夜郎侯亦然。盖自战国迄西汉又数
百年，而滇王自大之意且露于言辞间
矣。然今人之讥自大者，辄言夜郎而
不言滇，可知滇有自大之资格。故《史
记》云：“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
亲附”。山川疆土，西南一奥区也。《文
选·上林赋》“文成颠歌”注引文颖曰：
文成，辽西县名。颠，益州颠县，其人
能作西南夷歌。“颠”与“滇”同也。《汉
书·相如传》注作：“颠，即滇也。”

袁嘉谷对“滇”字的考证，有很多
有趣之处。比如，提出以“滇”为地名，
是出自最早由楚率兵而来的庄蹻。比
如，认为滇王有自大的资格。又比如
以《说文解字》《史记》《汉书》《昭明文
选》等文献，论证“滇”“颠”相同，都是
极言其高之字。而“颠”又与“天”同
义，古人以“滇”命名这片地域，就是
认为这一地域像天一样高。在另一则
笔记《“滇”字之异解》中，袁嘉谷还指
出：“滇字惟滇池用之，他处罕见。”所
以，后来才产生那句大约由平原地带
一路攀高西进，到达云南之人说出的
感叹性谚语：“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
上。”对于为什么这样说，清代第五十
二任云贵总督阮元，有一个有趣的对
比之说。

清道光八年（1828年）春，就任云
贵总督已经两年的阮元，邀约云南学
政李棠阶（号文园）同游昆明城西太
华山，并在山上的太华寺休憩。阮元
为此写下了一首二十韵的五言古诗
《同李文园学使（棠阶）游太华山，憩
太华寺》：

华岳五千仞，崚嶒上金天。

若与滇池较，池在华岳巅。

池上有高山，名借太华传。

华阳勒国志，地括南中滇。

梁州与黑水，自古西南连。

颠县昔汉郡，太华居西偏。

城中看西山，苍翠隔野烟。

春风得闲暇，胜侣邀一贤。

出城载茶榼，适野敲吟鞭。

松杉閟岩壑，云水开天渊。

拾级入古寺，楼殿逾百年。

寺南启虚堂，万顷何茫然。

浩浩天外浪，棱棱草际田。

双塔辨远郭，片帆识渔船。

山外壁更峭，方削不肯圆。

搔首或落雁，登顶难采莲。

石室虽可攀，未许希夷眠。

我无摄生术，神昏力衰孱。

为语瀛洲侣，安能从羽仙。

惟当随滇流，乘槎归日边。
这既是一首乘闲踏春的记游

诗，也是考据气味浓厚的学问诗。
前六联，就先考究“太华”山名及其
历史地理，极言滇池之高。第七至
十七联，才记述从出城、上山、入

寺、登顶的结伴游憩所见所思。最
后三联，抒发登高远望，想到由滇
水可以一路东下，到达日出之海，
而自己已经年老体衰，何时能够回
归京城的感慨。长诗后面，阮元又
写下一段跋文：

水地大势，陕华州约略与蜀夔
州相平，乃重庆叙州江远而高，仰逾
千里，金沙江又高流入叙州江，滇池
又高流入金沙江，共数千里，是滇池
高于华顶明矣。若乘船出滇池口，入
金沙江，又入蜀江，入汉江，沂淮渡
河，竟可直达天津矣。太华之名，不
知起于何代，以《禹贡》“华阳梁州”
及常璩《志》推之，此山名为太华极
宜。颠县即滇县，见《汉书志》。太华
出山半之寺，起于元代，大建于康熙
时，其木石皆范总督承勋毁吴逆故
宅运去者。范公有《太华纪胜》文，刻
大理石，嵌西堂壁上，石巨盈丈，真
瑰材也。寺中有明沐藩世代像，亦有
范公像。

这段跋文，主要是针对诗的头
两联作进一步解说。本来“华岳五千
仞，崚嶒上金天。若与滇池较，池在
华岳巅”两联，已经用对比的方法说
明，在世人眼中，五千仞的西岳华
山，已经是高耸入云天，然而滇池的
地势如同在华山顶上，因此滇池就
是高居天上的“天池”，更不用说高
耸在滇池边上的太华山了。大约是
因为受古诗体制的约束，不便将此
意说清，阮元只好在诗后，再以这段
跋文，说明华山所在地陕西华州，不
过与四川夔州地势相同，但是从水
流来说，夔州的江水，是由“仰逾千
里”的重庆叙州流淌下来；叙州的江
水，又是从更高的金沙江奔流而来；
金沙江又从更为高远的滇池地域钻
山越岭而来，所以滇池远远高过华
山之顶，是最清楚不过的事实。阮元
随后还说，“乘船出滇池口，入金沙
江”，顺流东下，越过淮河、黄河，可
达京津之地。

阮元这首春游诗及其跋，以华
山为参照，从水流地势高低差异对
比分析，得出层层攀高与逐级下降
的考据表述，不就是“一日上一丈，
云南在天上”的具体表达吗？对比
诗仙李白《夜宿山寺》绝句所写：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
声语，恐惊天上人。”再来看阮元这
篇诗文有理有据的对比分析，那
么，古代从中原或江南之地，首次
舟车劳顿或者步行、骑行来到云贵
高原的人，惊叹“云南在天上”，就
不是夸张的说法了。

清陈重庆题雷墉庵主阮元画像

从西山俯瞰滇池

李根源石刻章士钊书集句联：群龙满阶阁 海鸟运天池

云南“重九光复起义”后被推举为军
都督的蔡锷将军

1911年11月23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发布的改用公元纪年布告。


